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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公众信任丧失

的危险。这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大力支持高

等教育是证明一个公民社会良好运转的重要

特征。与新闻自由和独立法庭一样，大学和

学院是民主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它们的地位取决于公众的看法，也就是它们

同其他社会机构一起对公共利益作出贡献。 

普遍的民意调查证实了支持率的下降。

盖洛普（Gallup）的一项调查显示，从 2015

年到 2018 年，公众对高校的信心下降了近

10%。许多美国人仍然渴望接受高等教育，

但他们对高等教育的普及性和结果感到担

忧，这也使得他们的信心受到了侵蚀。高等

教育的成本及人们所认为的高等教育价值是

他们失去信任的核心因素。学费和学生贷款

的结合已经考验了学生和他们家庭对高等教

育的信念。 终，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

“这样做值得吗？” 

成本、价值和问责 

价格的价值问题在美国的问责制运动中

发挥了核心作用。加强问责制也被认为是恢

复公众信任的一种方式。在盖洛普民意测验

中，只有 48%的成年人对高等教育有信心，

而 76%的人认为要求学校报告毕业率会有所

帮助。无论是在机构一级，通过向申请人提

供更多信息，还是通过政府使用“大学记分

卡”之类的手段，目的都是让高等教育更有

利于客户，更值得信赖。 

新的问责机制将依据学术项目和毕业生

的短期收入来重点关注学生债务。这些分析

旨在提高透明度和公众信心。其结果不仅是

对高等教育预期结果的狭义看法，而且表明

高等教育与公众的契约越来越建立在这样一

个前提之上：高等教育是一种基于个人投资

回报的私人产品。 

快速增长的学费和债务必须得到解决，

但可持续的社会信任将需要与个人利益之外

的更多东西联系起来。这将是一个挑战。哥

伦比亚大学（the Columbia University）师范

学院的一项调查提供了发人深省的见解，它

表明了美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和政治格局如何

使公众信任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联系变得复杂

化的。 

弥合分歧 

政治分歧并没有使公众信任受益。保守

派批评人士在言论自由、有政治偏见的教员

和政治正确的课程等问题上攻击学院和大

学。他们给高等教育贴上“精英俱乐部”的

标签，说它与普通公民脱节。数据证实了深

刻的政治分歧，但基于受访者的教育程度，

也存在同样深刻的分歧。在有关高等教育对

造福社会、国家繁荣和发展的科学进步的贡

献，以及毕业生的个人充实和成长等问题上，

大学毕业生和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之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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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差距。后者对高等教育的好处持更负

面的看法。 

高等教育的关系基于那些直接参与提供

或接受高等教育利益的人。对于传统的实体

机构来说，这些关系建立在通常对公众来说

很神秘的机构文化之上。外人很难理解在这

种文化里表现出的许多做法和语言。鉴于

近发生的丑闻，一些重点院校的招生和经济

援助做法需要更多的解释。使这个问题更加

复杂的是，高等教育的专家们经常用专业术

语说话，诸如机构自治、同行评议、学术自

由、国际化和文科等术语往往会放大这种神

秘感。 

建立信任 

信任是建立在对高等教育对公共利益贡

献的评价之上的，它始于这样一种认识，即

高等教育机构做什么，为什么要做，需要更

清晰的解释，需要更好地与公众沟通。这始

于学院和大学所在的社区，但它不仅需要建

立本地关系，还需要进行全国对话。 

对高等教育的一些批评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作为与公众讨论的一部分。现在是时候

进行更有说服力的对话了。研究气候的科学

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用非学术界人

士能够理解的方式撰写和谈论一个紧迫而复

杂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吸引广泛的受众对

于创建与否定支持者相对立的对话非常重

要。高等教育有很多内容需要与公众讨论。

这种参与的要素将建立在强有力的、透明的

制度关系的基础上，这种关系 终将在国家

层面形成一种协调的、集体的声音，这不仅

为个人、而且还能为公共利益带来价值。 

全球性的影响 

美国有它自己的挑战，但它并不是唯一

面临高等教育价值和公众信心丧失问题的国

家。在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社会契约正在

瓦解。那些曾经大力补贴高等教育的学校，

已经变成增加与学生分担成本的学校，从而

进入了商品化和物有所值的领域。在这种情

况下，结果、透明度和道德实践变成了重要

且合理的期望，但它们不足以成为高等教育

与公共利益有无数联系的强烈理由。虽然各

地的教育机构都有义务对每个学生负责，但

它不能取代一个更全面的描述，也就是讲述

教育机构的基本使命，即研究、教学和服务，

以及如何以积极的方式对整个社会作出贡

献。 

将高等教育描述为精英主义、无关紧要

或对公众构成威胁的主流国家型论调，需要

强有力的回应。面对对民主制度的攻击、日

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反全球主义，这种反叙

述可能意味着大学要比传统上更多地与公众

接触。在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

是积极主动地将其工作与公共利益联系起

来，以保持公众的信任。


